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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政法学院法律系） 爱我的人说我可爱，但我却有自知之

明。生性不大喜欢逗乐，但很喜欢被别人逗乐。逗乐需要经

过严格检验的合格智商，被逗乐者也不能过于愚蠢。我已混

世三十年，大多时候，知根知底的朋友对我情商的赞赏高于

智商。小时候那种自以为很聪明的感觉，也逐渐被这些明白

人的客观评价给抹平了。于是，我心目中的我，往往是一个

“笨蛋形象”。一旦有高人冒出一句稍微另类的话来，看似

通俗，但于我却并不易弄懂，旋即就被搞晕，往往寻思半天

，也未必茅塞顿开、豁然开朗。 就拿鸡猴这两年来说，知识

界尤其是经济学界，产出了不少骇人听闻的高论。有心人还

专门编辑起来，作为语录大全，读后叫人仰天长笑，或者拍

案而起。看了这些语不惊人死不休的见解，我顿觉自己智商

真的很成问题。一时间难以消化，更甭说有效吸收了。说实

在的，以我的现有理解水平，他们的绝大多数言论，我是无

能为力接受的。尤其是再看看那些批评者的驳斥与讽刺评点

，就更难以信服那些“妙语”了。但往往越是面对批评，那

些“语录大全”的主角往往越是突然出场，说什么“我不知

道百姓是什么，我只为真理而研究”。这又让我迷惑不解，

在科学与真理面前，似乎突然犹豫了起来。 但身处洼地的我

，却很容易相信专家，甚至说，我从小就很是把专家当回事

，觉得专家的言论就是权威言论。宁可信专家的说教，也不



愿信我爸妈的唠叨；长大了，这种习惯仍然有左右我的空间

，一有专家的言论，也很少去辨别，“信任”不免成为第一

认识。敢于质疑，迟迟没有进入我的性格。可我却以为，认

识能力也不可忽视，在尚未具备充足的能力时，质疑往往是

情绪化的游戏。人水平低了，号称是“真理”的言论降临时

，就会情不自禁地晕死，就会心惊胆颤地迷失方向。哪还有

资格去质疑呢？不愿质疑，又没有能力质疑，那么，安分守

己的我，只好去老老实实的接受了。 想到这些，我发觉我写

过的许多文章所表达的观点都是错误的，应该迅速反省，逐

步该过。从这一实际出发，我想以“脱口秀”的形式，结合

我本人的一些言论，来解读一下别人的“骇人听闻的语录”

。 今年春节刚过不久，我就写过一篇题为《物权法与我的小

不动产》的文章，提到在我山东家里父母为我建造了一间房

屋，作为我唯一的小不动产。写作当时还觉得满风光的，有

是“有房一族”的人了。但联想到北京大学光华管理学院名

誉院长，全国政协经济委员会副主任厉以宁说的一句话，我

立刻惭愧了起来。他说，“什么叫小康，小康概念要拥有两

套房，应该鼓励中国人购买两套房，在家住一套，出去休假

时住另一套”。厉以宁教授这话，断送了我的小康之路。小

康生活要是以“购买两套房”为标志，并且家里住一套，出

去休假时住另一套，我这一辈子也不可能做到。因为，永远

买不起房，将会是我一生的写照；永远不买房，是我一生的

追求。当然，买不起房，对我来说是“活该”，因为一位叫

冯仑的董事长说过一番话：“解决住房的方式有很多种，可

以租房等，如果不理性消费，买不起房的去买房，买不起大

的去买大的，最后日子难过，那是活该”。此外，还有一位



叫任志强的总裁也曾说过“房子是为买得起的人盖的”。 更

为郁闷的是，北京大学经济学院教授萧灼基说：“中国现代

化的标志是北大教授拥有轿车和别墅”。萧灼基教授也够可

恶的，因为他断送了我成为北大教授的职业之路。我已说过

，一般住房我都买不起且也不去买，更不用说别墅了。另外

，笨手又笨脚的我，也绝不适合开车，我也不会随便拥有轿

车。因为，永远不买车，也是我一生的追求。这么说来，即

便我成了北大教授，也难以买的上轿车与别墅，按照萧灼基

教授的观点，我的行为会影响现代化的判断指标。我是爱国

的，可不想因为我而影响中国实现现代化。 但没有轿车与别

墅，我依然快乐。去年春节过后，我就写了一篇文章叫做《

我的“吉祥三宝”》，表达了我对生活良好的自我感觉。文

章提到我的业余快乐主要来自网络生活，但现在回忆一下，

真正给我带来快乐的，不是网络，而是农民和下岗工人。我

要郑重感谢所有的农民与下岗工人，是他们给了我享乐的机

会。因为按照厉以宁教授的观点，“8亿多农民和下岗工人是

中国巨大的财富，没有他们的辛苦哪有少数人的享乐，他们

的存在和维持现在的状态是很有必要的”。过去，我常常为

父母的养育之恩感激不尽；现在，我又多了一条感谢父母的

理由，因为他们是农民群体的两分子，农民的辛苦带来了少

数人的快乐。厉以宁教授同时指出，“在改革过程中，国有

资产的流失是必然的，不必大惊小怪。为了达到改革的目标

，必须牺牲一代人，这一代人就是3000万老工人”。看到这

话，我要深刻反省，因为我尽管没有为国有资产的流失而“

大惊”过，但却不时有一些“小怪”。其实，更应该反省的

是那些为国有资产流失而“大惊”的人，比如北大法学院的



巩献田教授，因为他曾经将此作为理由之一发表公开信，痛

批当时的物权法草案。 刚毕业那时，我的工资收入还没有我

就业前上学时打工收入的十分之一，心里不免郁闷。于是，

写了一篇题为《我和表哥比学历》的文章，文章尽管讽刺现

在富商制造假学历的现象，但也通过数据比较得出一个结论

，“表哥比我大两岁，工作已经二十年，赚钱千百万；我比

表哥小两岁，工作才有两个月，所赚仅够交房租。以我现在

不到两千的月工资，要想赶超我表哥，至少需要500年”。现

在回头再品位我这话话，确实暴露出了我当时些许的“仇富

心理”。四年过去了，我现在时常极端地认为，小农经济思

想才是推动社会法治与和谐的单纯思想。但小农经济思想绝

不应包含“仇富”思想，相反，应该学习一下厉以宁教授的

著名论断??“穷人应该将富人看成自己的大哥，大哥穿新衣

小弟穿旧衣，天经地义”。只有具备这种心胸开阔的包容思

想，才不至于使自己沦为“小肚鸡肠”。所以，每当我感叹

中国现实贫富差距拉大并为此忧心忡忡时，就会翻看厉以宁

教授的研究结论，他说“中国的贫富差距还不够大，只有拉

大差距，社会才能进步，和谐社会才能有希望。中国穷人为

什么穷，因为他们都有仇富心理。我要为富人说话，不是为

了讨好富人。今天有些人骂富人，好像是给穷人出气，其实

他们是害了穷人”。看了这番言论，不得不佩服厉以宁教授

的安慰我的本事，让我深刻地意识到社会要进步，必须拉大

贫富差距。当然，我从此也会把富人当成我大哥，恭恭敬敬

，绝无二心。 记得我还写过一篇文章，题目是《别以为我不

想当官》。说句老实话，毕业之初，我还是想报考公务员的

，也想今生要去当官，并且小的芝麻官我还不想当，当就当



大的，力争去做做“高层领导”。但现在我的看法改变了，

叫我当官，并且倒贴给我多少钱，或者以轿车与别墅为交换

条件，我也不去当。因为，我的这一生，就是中国不断进行

体制改革的一生。而北京大学光华管理学院院长张维迎教授

说了，“中国改革利益受损最大的是干部”。我不是一个纯

粹“毫不利己、专门利人”的人，尽管不希望他人利益受损

，但也绝不希望自己利益受损。而张维迎教授的研究成果表

明，当领导干部在改革中“利益受损最大”，这种自己受损

的事情，我不大可能干，更何况做了官之后会“受损最大”

。 我对教育领域的一些问题也多有不满言论。例如，我曾就

高等教育收费问题写过一篇题为《挽起袖子向“高校收费”

痛打十拳》的文章，由于心有余而力不足，所以虽然文章标

题说打十拳，但当时却只打出了五拳，即“专业区分收费”

、“霸王条款收费”、“学历递增收费”、“勤工助学收费

”以及“催债逼债收费”。后来，我还针对高等教育的其他

问题写了系列文章，在一篇题为《“六一”之夜写信给儿子

》的文章中，也提及了中小学教育收费的问题。但现在想来

，这些言论好幼稚，就像没有见过世面的井底之蛙一样。因

为，根据张维迎教授的说法，“教育及医疗是否应产业化？

中国目前为什么穷人上不起大学？是因为收费太低”。他这

个研究结论彻底推翻了我的浅薄感性之见，我一直以为穷人

上不起学与高收费很有关系，但现在才突然醒悟，原来穷人

上不起学，是因为收费太低。假如有谁认为张维迎教授是学

者书呆子，说出来的的话可能不大令人信服，那么，看了教

育部新闻发言人的话，这种怀疑可能会彻底消失。这话也成

为2006年的十大狂言之一，那就是“上学就好比逛市场买东



西，如果有钱，可以去买1万元一套的衣服；如果没钱，就只

能去小店，买100元一套的衣服穿”。以后，我可能不大会再

去关注高等教育的一些问题了，因为按照杨振宁先生的判断

，“从本科教育和社会贡献这两方面而言，即便是中国一般

的高校都很成功，对国家贡献比美国大”。 去年的阳春三月

，我曾神经兮兮地写过一篇文章，题目是《采访收费、企业

代言与学者的社会责任》，对学者一味地为企业家群体说话

、代言等现象表达了我的不同声音。但现在看来，一年前的

这个看法，简直可笑极了。经济学家钟伟对“经济学者一定

要替百姓说话吗”的回答是:“你让我代表的时候，我是不是

始终会坚持你的利益，我应该支持谁？我不知道老百姓是谁

。我只知道特定的群体应该做什么”。樊纲教授更加直言不

讳，坦然表达自己的观点“经济学家就是为利益集团服务的

”。这么出名的有成就的专家都不为老百姓说话，甚至都不

知道老百姓是谁，我这个无名小卒，又操什么心、着什么急

呢？ 在性的问题上，我从来不保守，但也一直不开放，我要

的是“中性”。所以，我曾写过一篇文章《在π的生日乱弹

性权之琴》，指出了在性权利这一问题上，“好比是每个个

体对圆周率π的具体数值掌握不同一样，有的人只允许自己

或者自己只有能力记住3.14，有的则却可以记住后面若干数值

。这一类比，其实就是民事权利的道德伦理属性在不同权利

个体上的差异。但不管有多少差异，不管每个个体能够记住

小数点后面多少位，但这个无穷大是无论如何也不应超出π

的，因为这里的π就好比是民事权利的法定性所指示的权利

界限”。当时觉得我这个观点已经够解放的了，但看了著名

性学家李银河的言论，我却发现：只要我写什么，什么就是



小儿科。她在性问题上的主张，越来越大胆，直言“换妻是

公民的合法权利”。把性权利上升到一般角度，我自然也就

无话可说了。 最近，英国诺丁汉大学中国研究所教授郑永年

发表文章----《公众找不到为自己说话的知识分子》，在网络

上引起了较大反响。文章尖锐地指出，“现在的中国知识分

子，要不为权力说话，要不为经济利益说话。这些人在意大

利思想家葛兰西那里被称为‘有机知识分子’，因为他们是

权力或者利益的有机体”。“或许也存在着为公共利益说话

的知识分子，即公共知识分子，但他们所持有的批评性话语

，往往为批评而批评，找不到解决实际问题的方式。他们也

因此没有有效的管道和途径来参与决策，影响决策”。 读罢

郑教授此文，突然有一股悲凉涌上心头。代表权力与经济利

益的“有机知识分子”一旦多了起来，并打着“真理”旗号

对抗他们的批评者，而代表公共利益的“公共知识分子”在

当下环境下又格外难产，且缺乏有效管道影响决策，那么，

面对毫无话语权的公众，究竟有谁来为他们的利益说话？ 在

讲究法治与社会系统良性运行的社会，政府利益与公共利益

的目标指向应该是一致的。这才是科学与真理。政府利益与

公共利益两者之间，只有具体利益主体之不同，不应有一般

利益价值之冲突。政府利益能否与公共利益一致，不是看官

方的对外标榜，而是看理性公众的认可程度。而公众是不是

理性公众，不是看其利益表达方式公开与否、温和与否，也

不是看其利益诉求渠道是否过于单一或者过于分散，而是仅

仅看利益主张者是否代表了公共利益以及表达方式与诉求渠

道有无遵循正当程序。 张维迎教授曾说：“在这个网络时代

，学者能独立于大众舆论才是最不容易的事。对一个真正的



学者来讲，最难做到的不是你骂政府、骂企业家，而是你敢

不敢站在大众舆论的对立面，坚持自己的观点”。这话可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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